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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商民主作为治理资源，在中国的治理情景下主要发挥着搭建公共通道、参与公共决
策以及监督公权力三类治理功能。本研究通过面向十二省市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问卷调查，试
图展现地方官员采用协商式决策时的功能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地方官员在理念
认知和操作方式上都更偏好于开发协商民主在“参与公共决策”方面的功能，这不仅是为应对
决策主体的信息困境，更有基于秩序和成本的考量。进一步考察影响其功能偏好的因素时发
现，政协系统一贯地表现出对公共议题的偏好，而企事业单位则基于其市场化程度对协商式决
策的各项治理功能从认知到操作上都高度适应;处于各职务级别的官员由于体制的保守性都或
多或少地表现出对“监督公权力”操作形式的回避;任现职时间越长的地方官员，越看重“搭建
公共通道”、回应民众切实需求的意义和方式。这些发现为了解协商民主与地方治理的功能耦
合状况，以及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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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自十八大以来，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
国政治场域内的普遍共识，五年时间内“协商”快
速地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地方探索性实
践也呈现出“嵌入式”和“体系化”的全面推进
态势①。
协商民主的这些繁荣除了中央的强势推动，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与现有治理需求的耦合②，
即协商民主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③，提升了政
府应对复杂治理任务的能力④。协商的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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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持续地细化和挖掘，例如将协商民主引入
公共决策，有助于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增
强对政府的问责①;在维权抗争过程中及时开启协
商对话的平台，有利于将非制度化的对立转化为
体制内的有序参与，遏制群体性事件的激化。②
Ergene 利用贵阳、武汉和青岛三个公开听证会的
案例比较认为尽管协商民主未赋予协商最终的决
策权，但客观上提升了参与者的政策效能感并推
动地方层面的政策网络建构③;何包钢分别对温岭
扁屿村和广东“出嫁女”维权进行协商民意测试
(Deliberative Polling)实验，结论是基层协商有助
于培养参与民众协商对话与自我管理的民主能
力，塑造理性且成熟的公民社会④。
现有的实证研究虽然从客观上呈列出协商民
主基于不同情境的治理功能，但是还未揭示地方
官员主观上对于这些治理功能的认知状况和偏好
序列。目前针对中国的民主价值观研究主要指向
普通民众，利用大型民意调查的数据库测量其民
主认知，发现多数民众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
是这个“民主”内涵显然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民主理
论，例如相较于选举，他们更看重政府的回应性;
而相较于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等民主权利，他们更
看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⑤。在探究其影响因素
时，除了文化因素⑥，还有围绕经济发展⑦、意识形
态建设⑧以及沟通方式⑨等展开。
然而，正如史天健所说:“精英群体将在未来
政治变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决定了是否开启政
治上的突破……”瑏瑠，中国庞大的官员群体便是
“精英”的主要构成。相较而言，官员群体的民主
观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内涵的总体勾勒上，何俊志
和肖唐彪等都发现地方官员的民主价值观是复合
的，基本是在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具有本土特色
的“为民做主”这个大范畴内瑏瑡，这些发现侧重于
抽象的观念认知层面。地方官员是将政策或改革
由理念转变为具体执行的核心行动者，要想获悉
民主突破和发展的空间与方向，就需要针对特定
的民主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并通过情景性设置将
对“民主”本身的态度细化为民主适用性、实用性
和偏好程度等进行测量。此时，协商民主便是可
咨观察的民主类型。十八大以来中央自上而下、
全面启动了广泛、多层、制度化地发展协商民主这
一决策，为地方官员们的协商民主认知提供了充
足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所反映出
来的民主认知更真实地展现出其政治价值，而根
据他们的决策偏好也能够更精准地预测协商民主
的制度样态和执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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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聚焦于地方官员的协商式决策偏
好，分析他们更偏好在何种治理情境下启用协商
民主?更倾向于启用哪类治理功能的操作形式实
践协商民主?官员的哪些特征因素会影响到他们
对于协商式决策的功能偏好?希冀以此为推进协
商民主的中国实践研究，并细致地深化官员群体
的民主观研究做出努力。
二、协商资源的三重治理功能
目前以协商民主之名的地方实践层出不穷、
样式繁多。尽管有学者担心这是“拉低门槛、降低
标准……很容易将协商民主视为一个筐，稍微贴
边的都往里装”①，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现出作为
一种治理资源，协商民主能够高度地嵌入到地方
政府的组织和任务中，并且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创
设出不同制度形态。
从内容上看，特别是依据协商议题的公共性
程度而言，这些协商制度呈现出一定的聚类特
征②。协商议题的公共性主要关注这个协商平台
上所讨论的议题类型，大概可以分为私域议题(个
人 /集体议题)和公共议题，后者又包括政策性议
题以及公权力运行议题两大类。以此作为划分标
准，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可以归纳出协商民主在
当前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三重功能类型。
第一重是搭建公共通道。这里的“通道”特指
个人与公共权力发生关联的连接结构。通道所搭
载的大多是个人需求和现实诉求，经由这个通道
的传递，个人便可以获得公共组织的救助和公共
制度的保护，从而“增强个体对公共体系的依赖归
属和身份认同”③。“通道”的现实载体在不同社
会结构下有所差别，计划经济时期“通道”功能是
由城乡二元的各类“单位”组织承担。随着单位结
构的解体和功能的收缩，原本连接民众与政府间
的通道被中断，正如亨廷顿所言的，当政治参与的
需求与政治组织化、制度化的程度不匹配时必然
导致社会失序④，出现井喷式、非制度化的利益表
达。面对这种治理困境，有些地方官员利用公共
资源、以“协商民主”为名重新搭建的通道，在此称
为“公共通道”，以此定期收集民意或者做成全天
候开放的制度平台，以实现信息自下而上的顺利
流通。例如广东省深圳市和重庆市垫江县的“两
代表一委员”制度⑤，它们分别依托于常设的代表
(委员)工作站或定期定点的接待会，由党代表、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协商主体，深入城乡社区
去收集民众诉求、反馈至政府职能部门并督查案
件办理情况。这种以利益表达、信息传递为主的
协商平台契合了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治理需求，其
本质就是地方政府动员体制内的资源去重构公共
通道，由此缓和干群间的矛盾，填补政社间的代理
真空。
第二重是参与公共决策。作为社会资源的权
威性分配，公共决策具有相当广泛的涉及面和覆
盖性，所以地方官员在影响到普通民众切身利益
的决策制定过程中，会相机甚至制度化地吸纳民
众参与。例如，佛山市顺德区的决策咨询委员会
制度是以专家和社会精英为参与主体的定向咨
询，它基本建立起覆盖区－镇街－社区的政策咨询
体系，邀请全国范围内的学者，科教文卫等领域社
会人士以及辖区内党代表、人大代表等作为在册
委员，为各类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调研和讨论。⑥
宁波市北仑区在镇街之下、村社之上根据空间形
态、发展阶段以及居民需求划分出包括工业园区、
村居企混合以及撤村建居等六种类型“片区”，将
片区内的企业、村社以及社会组织代表集合形成
区域协商议事会，不仅作为区域事务协商、矛盾化
解的协调平台，还是镇街决策向下延伸的意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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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平台①。对于官员而言，在决策过程中开放民众
参与尽管会增加一定的行政成本，但是收集公众
的政策偏好并将其作为决策辅助信息②，有助于提
升决策的科学化程度，直接受益就是降低不当决
策可能引发的政策风险，将可能遭遇的执行成本
前置处理，间接受益则体现在城市的软实力建设，
通过行政体制的透明度和民主化、创新性和人性
化的社会环境来提升地区知名度，营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③。
第三重是监督公权力。这类协商民主所涉
及的尽管也是公共议题，但它所关注的不再是
直接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政策，而是深入体制
运行内部，与社会分享监督公权力、配置财政资
源这些原本只属于体制内的管辖权限。随着城
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行政区划和民意吸纳
机制与现实治理需求并不完全吻合，例如乡镇
改制为街道后，党代会、人代会等原有的参政议
政渠道被取消，为此杭州市余杭区设立街道民
主协商议事会，由民主推荐的议事代表履行原
代表所享受的审议权、提案权和质询权④。温岭
市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将民众引入到对公共预算
的制定过程中。民众通过协商恳谈对政府内部的
财务收支进行监督，由充分接收到民意的人大代
表履行预算审查和质询工作，并且保留联名启动
“预算修正议案”的决定性权限⑤。通过制度化平
台的构建将权力运行在公众的监督下，通过体制
运行黑箱的打开将公权力置于社会的约束下，这
显然是对民主最高的权力赋予和理想追求。然
而，保有对公权力的掌握乃至扩张是权力的本性，
这类协商改革所面临的体制内压力和阻力之大是
可以想象的。在现有地方探索中，这类治理功能
的案例较为少见，只有少数具有改革雄心的政策
企业家会去推动，或专家参与的试点改革会触及
到这类治理功能，并且制度的可持续性与推广的
可能性都还有待观察。需要说明的是，协商民主
的这三种治理功能尽管在民主程度(或者说距离
理想的协商民主理念)上有所差别，但是都是契合
于地方现实需求的重要治理功能，在功能的重要
性上并无高下之分。
三、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的基本图景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官员，泛指在省级及
以下各级党政系统、人大 /政协、人民团体等机构
中工作，按照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干部群体。
为了展现地方官员的协商式决策偏好的整体图
景，特别是他们对于协商民主三种主要治理功能
的倚重程度和操作化方式的偏好选择，本研究通
过大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呈现其认知图景，并
采用多值 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影响他们认知
偏好的相关因素。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貌
支撑本研究的数据源自中央编译局陈家刚教
授主持的 2013年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课题组，他们于 2015 年
在全国 12个省份的省委党校，以配额抽样的形式
向在党校参训的党政领导干部发放“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共计 2880 份，最终
回收有效问卷 2223 份。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份针
对地方官员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各角度测量官员
对协商民主的理念认知、体制兼容性、以及操作方
式等。
数据库所包括的 2223 个地方官员，其基本特
征包括官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职
务级别、进入党政系统工作的方式、进入体制年
限、在现任职岗位工作时间、是否为党员、是否具
有“两代表一委员”身份等，样本分布状况参见表
1。由于这些基本特征也将成为本文探究影响官
员协商式决策偏好的自变量，在表中同时描述了
它们的均值、标准差、频数等。
87
治理研究 2018年第 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黄天柱、张海航、朱朝寅:《党组织主导的基层协商机制探讨———以北仑区大碶街道区域议事制度为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5年第 3期。
Beibei Tang，“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The Dimensions of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2，2014，pp．115－132．
吴进进、何包钢:《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基于 36个城市的定量研究》，《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 4期。
郎友兴、张品:《城镇化与协商民主实践的新进展———对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
第 10期。
林雪霏:《当地方治理体制遇到协商民主———基于温岭“民主恳谈”制度的长时段演化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 1期。
表 1 地方官员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名称 取值 频数 观察值数量
单位性质
党的系统(基准组)
政府
人大
政协
法院检察院
群团
企事业单位
17．66%
37．43%
4．13%
2．99%
3．68%
5．79%
28．32%
2175
职务级别
副科级
正科级
副处级
正处级(基准组)
副(厅)局级
正(厅)局级
0．50%
3．59%
27．68%
46．82%
18．81%
2．59%
2200
进入党政系统
工作的方式
选举(基准组)
选调
调任
公务员考试
军转
其他
4．38%
13．42%
28．82%
17．80%
12．84%
22．73%
2033
性别
男性= 1
女性= 0
77．49%
22．51%
2212
受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1
本科及以下= 0
37．49%
62．51%
2198
是否为党员
是= 1
否= 0
96．50%
3．46%
2169
是否有“两代表
一委员”身份
是= 1
否= 0
30%
70%
2223
变量名称 均值 方差 观察值数量
进入党政工作时间 19．47 9．08 2026
任现职时间 5．50 5．37 2003
年龄 47．20 6．66 2030
由表 1 可见，样本分布是较为合理，涵盖了地
方官员所处的所有单位性质，受访者来自政府系
统的最多，其次是企事业单位和党的系统，人大、
政协、群团与法院检察院所占比例都在 5%以下，
这种分布基本符合地方官员的单位结构。职务级
别上包括有正厅以下的所有行政级别，主要集中
于副厅级、正处级和副处级，这是掌握地方政府及
核心职能部门决策权的地方政治精英群体，也是
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推动力量。此外，
数据库还提供了包括进入党政系统的方式、时间、
任现职的时间以及是否为党员、“两代表一委员”
的身份信息，为本文挖掘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
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数据基础。
(二)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的整体样态
从理论本源上看，协商民主是诉诸于更真实
民主的一种参与和决策形式。然而国家治理关注
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目标是国家与政府的合法
性、组织性、有效性与稳定性①，要想在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
就需要寻找到其民主性与治理功能间的耦合。上
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归纳出了协商民主在地方
治理中的三重基本功能，即搭建公共通道、参与公
共政策以及监督公权力。研究地方官员协商式决
策的功能偏好，就是试图探究官员更偏好在以上
哪类功能需求或治理情境下启用协商民主?他们
在常规决策中更偏好采纳针对哪类治理功能的协
商民主形式?
图 1 地方官员协商式决策偏好的理念认知状况
为更全面地展现地方干部协商式决策的功能
偏好，本文分别从理念认知和操作方式两个层面
进行测量。由图 1 可见，当询问受访者如何理解
协商民主的作用时②，对协商民主完全保持民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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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 5期。
在理念认知上测量受访者协商功能偏好的是问卷中第二部分第 21 题，题目为“您认为协商民主的作用体现在什么方面? (选三
项)”。该题的选项有六个，分别为:1、促进公民参与;2、促进利益表达;3、促进科学决策;4、加强民主监督;5、化解矛盾和纠纷;6、提高
公众支持。选项中“1促进公民参与”、“2促进利益表达”和“6提高公众支持”都是民主导向，基于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由于本研究
侧重于观察地方官员在治理层面的偏好认知，因而不对民主导向的选项做具体辨识，民主导向选项都赋值为零。选项“5化解矛盾与
纠纷”、“3促进科学决策”、“4加强民主监督”则是从国家治理的需求来理解协商民主，分别对应构建公共通道、参与公共决策和监督
公权力三重功能，分别赋值为 1、2、4。
向或治理导向的受访者分别占 2．88%和 4．39%，余
下的 92．73%的受访者都倾向于从协商民主所内
在的民主意义和国家治理功能两个向度共同理解
协商民主的作用。有 47．02%的受访者在限定的
三个选项中只选择了一个功能导向选项，这种选
项组合尽管意味着该群体更看重协商民主的民主
价值，但也能明显地辨识出该群体的功能偏好，其
中近三成受访者选择了参与公共决策功能，这也
是本题所有选择组合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此外，
搭建公共通道和监督公权力两类功能的选择比重
相差无几，但后者却还略高。此外还有 45．71%的
受访者选择了两个功能导向的选项，可以理解为
他们更愿意将协商民主视为治理资源。其中选择
参与公共决策与监督公权力组合的比重最高，为
26．82%;而选择“搭建公共通道+参与公共决策”
组合的占 14．62%，相对的，选择搭建公共通道与
监督公权力组合的却只有 4．25%。总体来说，地
方官员认为协商民主在收集公民意见，提高决策
质量方面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理论预测
较少关注、对政府运行具有自我革命意涵的“监督
公权力”在各种情况汇总中也占到四成，甚至远超
于旨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官民关系的“搭建公共
通道”选项，可以看出地方官员更偏好于开发协商
民主在公共议题中的作用。
图 2 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的操作认知状况
操作认知测量的是地方官员在协商民主实践
中偏好于选择哪种操作方式①，同时由于协商方式
指向特定的治理功能，因此其分布状况也可以视
为对受访者理念认知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偏好
进行印证②。其中，一成的受访者并未展现出特定
的功能偏好，选择结果在三类功能间平均分布。
而在呈现单一偏好的受访群体中，同样偏好参与
公共决策的占比最高，为 36．37%，而搭建公共通
道和监督公权力则分别占比 11．17%和 14．46%。
在呈现双偏好的受访群体中，包含公共议题的那
两类操作方式所占比重最高，为 12．74%，而搭建
公共通道与监督公权力的比重最低，为 3． 25%。
这个结果与上一题测量官员理念认知状况的结果
高度吻合。由此可见，地方官员对于协商式决策
的功能偏好，无论从理念认知还是操作认知上，都
呈现相对均衡且稳定的分布。对于“参与公共决
策”功能的明显偏好，既可以理解为地方官员认为
协商式决策在政策民主方面能够发挥积极功能，
也流露出他们对于提升政策民主性与科学性的迫
切诉求。
四、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地方官员对于协商
民主的功能偏好，无论是从理念认知还是从操作
认知上都呈现出总体相对均衡，兼有特定聚类特
征的分布样态。在此将进一步追问，官员的哪些
特征会影响他们对于协商式决策的功能偏好。本
研究选择了官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单位性
质、职务级别、进入党政系统工作的方式、进入体
制年限、在现任职岗位工作时间、是否为党员、是
否具有“两代表一委员”身份作为自变量，试图从
他们的个体差异、政治地位和身份、所处的组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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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第二部分第 32题询问“如果党委政府和群众协商对话，您比较赞成以下哪几种方式(多选)”。该问题有十个选项:1、决策听证
会;2、干部定期接待群众;3、干部热线电话;4、一般的党务会议向群众开放;5、在重要的党务会议中群众代表列席;6、信访;7、多部门
联席协商;8、党务政府机关定期收集群众意见;9、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与群众协商;10、群众代表对党委主要领导工作进行年终评议。
其中，“多部门联席协商”(选项 7)是政府内部为打破部门分割的协商形式，不涉及国家与社会间的治理功能。此外，“2 干部定期接
待群众”、“3干部热线电话”和“6信访”三种形式凸显搭建公共通道功能;“1决策听证会”、“8 党务政府机关定期收集群众意见”和
“9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与群众协商”侧重于参与公共决策功能;而“4一般的党务会议向群众开放”、“5 在重要的党务会议中群众代表
列席”、“10群众代表对党委主要领导工作进行年终评议”则是为实践监督公权力的形式安排。
本题为多选题，在处理受访者的回答选择时，如果选择三种协商式决策操作偏好的数量相同，本文认为无倾向性;如果选择其中一种
操作偏好的数量多于另外两种，本文认为被访问者倾向于此种操作偏好;如果有两种操作偏好的数量相同并大于另外一种，本文认为
被访者对这两种协商式决策操作具有相同偏好。
境以及体制化程度等多角度地探究官员协商功能
偏好的影响因素。
在统计方法方面，由于本文中地方官员面临
的选择是多值的，比如协商式决策的理念偏好有 8
种互斥情形，以及协商式决策的操作偏好有 7 种
互斥情形，因此本文考虑使用多项 Logit 模型，采
用最大似然法 MLE 进行估计。需要注意的是，多
项 Logit模型无法同时识别所有的系数 βk，k = 1…
j。为此，通常将某方案作为“参照方案”，然后令
其相应系数 β1 = 0。此外，在多值选择模型中，由
于被解释变量的分布必然为多项分布，一般不必
使用稳健标准误，但考虑到本文数据取样自 12 个
省份，可能为聚类样本，因此本文仍使用聚类稳健
的标准误。
(一)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在理念层面的影
响因素探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①，在给定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进入党政系统
工作时间对于协商式决策的理念偏好都没有显著
影响。从官员的政治身份上看，中共党员对于“搭
建公共通道+参与公共决策”以及“搭建公共通道
+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权力”方案都分别在 5%
和 1%的水平上负显著。具有“两代表一委员”身
份的地方官员，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更不倾向
于选择“搭建公共通道+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权
力”方案。由此可以看出，具有党员身份和“两代
表一委员”身份的地方官员尽管没有表现出对任
一治理功能的显著偏好，但都不倾向于仅从治理
资源的角度理解协商民主的作用。
相对于党的系统，政府、人大对于协商式决
策的理念偏好没有明显倾向;政协更偏好于发挥
协商民主在公共议题上的作用，数据显示该单位
的地方官员倾向于选择“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
权力”，而不倾向于选择“搭建公共通道”的方
案，分别在 10%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法院
检察院与企事业单位的认知偏好则相反，前者不
倾向于对协商民主完全治理导向的认知，而后者
对此类认知则分别在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
为正显著。这种差异可以从组织性质上来理解，
法院检察院是相对中立和专业性的机构，其中官
员更强调以法律作为履职和审判准则，而企事业
单位由于嵌入市场程度更深，对于协商民主的功
能性用途更具有认同感。然而，群团组织对于协
商民主在公共议题上的功能认知是负面的，在
“监督公权力”、“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权力”和
“搭建公共通道+监督公权力”三种偏好组合上
均呈负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群团组织作
为特定社会群体代表的身份定位，可能源自该组
织在“执行国家政策”与“维护工人利益”定位间
的冲突和纠结②。
相对于职务级别为正处的地方官员，正科、副
处、正厅对于协商式决策理念偏好没有明显倾向。
副科级地方官员身处与民众打交道的第一线，他
们倾向于开发协商民主的治理功能，只是明显地
排斥“搭建公共通道”，可能是考虑到以协商民主
形式回应民众诉求成本高且效果不显著。副厅级
地方官员，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同样表现出对
协商民主彻底的功能导向偏好。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官员在现有岗位上任职时间越长，越强调“搭
建公共通道”功能的重要性，在选择“搭建公共通
道+公共决策”与“搭建公共通道+监督公权力”的
选项组合上，基本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相对于“选举”这种进入党政部门工作的方
式，通过“公务员考试”、“选调”、“调任”等方式进
入党政部门工作的官员，都不倾向于开发协商民
主在公共议题的作用，在“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
权力”的选项组合分别在 5%、10%和 1%的显著性
水平下呈负显著。后三种进入体制的方式更强调
地方官员自身的能力和绩效，认为协商式决策在
组织参与、协商沟通过程中会对治理效率产生负
向影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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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类治理功能中，“搭建公共通道”主要涉及的是私人或集体议题，“参与公共决策”与“监督公权力”都指向公共议题，因而本文取
“搭建公共通道”作为参照方案。但由于指定参照方案为“搭建公共通道”时，回归模型出现奇异方差矩阵无法估计，因此本文指定参
照方案为单一的“参与公共决策”功能偏好。
Gordon White，“Chinese Trade Un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Towards Corporatism or Civil Societ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Ｒela-
tions，Vol．34，No．3，1996，pp．433－457．
Simon Calmar Andersen，Jφrn Loftager，“Deliberative Democratic Governance”．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Vol．36，No．4，2014，pp．510 –
529．
表 2 协商功能偏好的理念认知①
(1) (2) (3) (4) (5) (6) (7)
民主导向 公共通道 监督公权
公共通道 /
公共决策
公共通道 /
监督公权
公共决策 /
监督公权
公共通道 /
公共决策 /
监督公权
年龄
－0．013 －0．017 －0．031 0．001 －0．027 －0．014 －0．024
(0．038) (0．033) (0．026) (0．014) (0．036) (0．015) (0．025)
性别
－0．382 0．430 －0．054 －0．150 0．628 －0．284 －0．149
(0．461) (0．439) (0．212) (0．229) (0．461) (0．210) (0．407)
受教育程度
－0．330 －0．231 －0．230 0．129 －0．230 －0．132 －0．096
(0．343) (0．223) (0．262) (0．223) (0．404) (0．132) (0．453)
是否党员
0．172 －0．236 0．343 －0．423＊＊ －0．634 －0．066 －0．946＊＊＊
(1．121) (0．419) (0．407) (0．188) (0．539) (0．359) (0．290)
两代表一委员身份
－0．019 0．268 －0．133 0．157 0．511 －0．075 －0．559*
(0．275) (0．275) (0．244) (0．139) (0．397) (0．164) (0．287)
进入党政工作时间
0．014 －0．021 －0．011 －0．009 －0．001 0．006 0．007
(0．025) (0．016) (0．020) (0．014) (0．021) (0．007) (0．015)
任现职时间
0．016 0．003 0．008 0．038＊＊ 0．052＊＊ －0．004 0．004
(0．033) (0．036) (0．019) (0．018) (0．025) (0．017) (0．023)
单位(基准组:党的系统)
政府
－0．026 0．067 0．038 0．071 －0．303 －0．007 －0．374
(0．417) (0．231) (0．318) (0．221) (0．488) (0．091) (0．350)
人大
－0．474 0．503 0．151 0．199 －0．573 0．048 －0．384
(1．172) (0．558) (0．561) (0．658) (0．805) (0．248) (1．081)
政协
－0．111 －15．41＊＊＊ －0．235 0．425 －0．141 0．530* 0．315
(1．074) (0．657) (0．604) (0．608) (0．856) (0．295) (0．664)
法院检察院
－0．721 －0．382 0．433 0．632* －0．032 0．0215 －15．40＊＊＊
(1．286) (0．490) (0．615) (0．346) (0．635) (0．272) (0．480)
群团
－1．157 －0．496 －0．471* 0．297 －1．580＊＊ －0．616* －0．178
(0．985) (0．617) (0．279) (0．308) (0．649) (0．326) (0．705)
企事业单位
0．400 －0．087 0．160 0．075 －0．269 0．227 0．404*
(0．401) (0．350) (0．362) (0．210) (0．506) (0．174) (0．243)
级别(基准组:正处)
副科
－17．46＊＊＊ －17．71＊＊＊ 1．004 －1．071 －16．10＊＊＊ －0．473 2．067＊＊
(0．818) (0．686) (0．875) (0．878) (0．764) (1．175) (0．857)
正科
－0．125 －0．298 －0．532 －0．362 0．502 －0．252 0．409
(0．737) (0．518) (0．363) (0．423) (0．615) (0．446) (0．536)
副处
－0．242 －0．578 －0．276 －0．207 0．139 0．224 0．375
(0．376) (0．539) (0．417) (0．245) (0．579) (0．211) (0．393)
副厅
－0．962＊＊ 0．753 0．454 －0．046 0．111 0．178 0．546＊＊
(0．477) (0．459) (0．455) (0．320) (0．807) (0．331) (0．257)
正厅
－0．169 0．604 0．829 －0．704 －0．785 0．092 －0．207
(1．345) (0．478) (0．651) (0．680) (1．420) (0．356) (1．338)
进入方式(基准组:选举)
公务员考试
－0．179 －0．626 －0．199 0．261 －0．846 －0．697＊＊ －0．540
(0．894) (0．612) (0．478) (0．251) (0．697) (0．302) (0．644)
选调
－0．054 －1．003 －0．177 －0．189 －1．332* －0．537* －0．161
(0．927) (0．698) (0．455) (0．313) (0．681) (0．318) (0．653)
调任
－0．535 －0．967 －0．387 －0．015 －0．845 －0．587＊＊＊ －0．340
(0．824) (0．691) (0．427) (0．293) (0．654) (0．203) (0．461)
军转
－0．458 －0．194 0．280 0．096 －0．451 0．047 0．422
(0．770) (0．885) (0．472) (0．326) (0．492) (0．308) (0．454)
省份 控制
常数项
－0．848 0．230 0．589 －0．496 －0．120 1．102 0．447
(1．282) (1．564) (1．317) (0．688) (2．227) (0．792) (0．934)
观测值 1，601 1，601 1，601 1，601 1，601 1，601 1，601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地方官员协商功能偏好在操作层面的影
响因素探析
本文指定参照方案为“搭建公共通道”，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年龄、具有“两代表一委员”身份、进入党政系统工
作的时间，这些因素对于协商式决策在操作上的
偏好都没有显著影响。而教育水平越高，对于协
商民主在公共议题上的治理功能越偏好，硕士及
以上学历的地方官员更倾向于“参与公共决策+监
督公权力”的选项组合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员任现职越长，在选择
协商方式时对于回应民众需求是有所侧重的，在
数据上显示为不倾向于选择“搭建公共通道”和
“搭建公共通道+监督公权力”以外的所有方案，基
本都是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就单位性质而言，相对于党的系统，人大和政
协虽然都是行使代表性职能的机构，但是人大对
于协商方式的偏好更加多元，“搭建公共通道”和
“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权力”的选项均在 5%的
水平上显著，而政协只有在“监督公权力”偏好是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与政协在理念认知
上的表现较为一致。企事业单位所在的地方官员
广泛接受各种治理功能的协商式决策形式，这点
与其理念认知也是吻合的，更重要的是企事业单
位对于“监督公权力”功能形式具有明显偏好。政
府与群团组织则表现出理念与操作层面的背离，
政府系统的官员对各类协商功能均未表现出明显
的认知偏好，群团组织甚至都呈负显著，但数据显
示他们愿意接受各种治理功能的协商形式，在大
多选项组合上都为正显著。
相对于正处职务的地方官员，副科级官员更
愿意采用改善其治理效果的实务性功能，而不是
对其权力运行构成约束，数据显示该层级官员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于“监督公权力”的操作形
式及相关的各种选项组合都呈负显著;正科级地
方官员则对公共议题的操作方式有所迟疑，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他们更不倾向于选择“参与公共
决策”、“搭建公共通道+监督公权力”以及“参与
公共决策+监督公权力”的选项组合;至于正厅级
地方官员，考虑到其职务所对应的权力影响力，该
群体并不偏好于“监督公权力”的协商式决策方
式，分别在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出不倾
向于选择“监督公权力”和“参与公共决策+监督
公权力”选项。
相对于“选举”这种进入党政部门工作的方
式，通过“公务员考试”方式进入党政部门工作的
官员在操作偏好上并没有明显倾向，而通过“选
调”、“调任”、“军转”等方式进入党政部门工作的
官员，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更倾向于选择“搭
建公共通道+监督公权力”组合的协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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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2并不汇报准 Ｒ方，但可以很容易地手工计算。多值 Logit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2678．86，再估计一个只含常数项的模型，其对数
似然函数为－3785．79，故可计算准 Ｒ方为 0．29。
表 3 协商功能偏好的操作认知①
(1) (2) (3) (4) (5) (6)
无倾向 公共决策 监督公权
公共通道 /
公共决策
公共通道 /
监督公权
公共决策 /
监督公权
年龄
0．017 －0．008 －0．033 －0．002 －0．065 －0．010
(0．032) (0．029) (0．036) (0．025) (0．040) (0．040)
性别
0．059 0．172 0．165 0．384* －0．313 0．133
(0．263) (0．171) (0．247) (0．206) (0．293) (0．176)
受教育程度
0．258 0．049 －0．075 0．380* －0．391 0．540＊＊＊
(0．161) (0．195) (0．336) (0．203) (0．329) (0．162)
是否党员
－0．370 －0．008 0．352 －1．005＊＊ －0．745 －0．795
(0．408) (0．398) (0．578) (0．476) (0．637) (0．610)
两代表一委员身份
0．118 －0．089 －0．039 －0．223 －0．189 －0．165
(0．297) (0．235) (0．188) (0．205) (0．480) (0．191)
进入党政系统时间
0．014 0．013 0．023 0．010 0．013 0．011
(0．026) (0．015) (0．022) (0．011) (0．017) (0．020)
任现职时间
－0．069＊＊＊ －0．067＊＊ －0．046＊＊＊ －0．077＊＊＊ －0．003 －0．077＊＊
(0．016) (0．027) (0．017) (0．025) (0．027) (0．035)
单位(基准组:党的系统)
政府
0．470* 0．359* 0．225 0．409 1．386＊＊＊ 0．531*
(0．247) (0．197) (0．235) (0．295) (0．429) (0．280)
人大
－0．126 0．656＊＊ 0．654 0．560 1．191 1．009＊＊
(0．457) (0．277) (0．414) (0．541) (0．855) (0．452)
政协
0．869 0．547 1．198* 0．284 0．888 0．801
(0．603) (0．540) (0．724) (0．707) (0．966) (0．599)
法院检察院
0．582 0．412 0．590 0．335 2．193＊＊ 1．472＊＊＊
(0．490) (0．468) (0．537) (0．662) (0．863) (0．551)
群团
1．038＊＊ 0．879* 1．118＊＊＊ 0．957＊＊ 2．414＊＊＊ 1．222*
(0．489) (0．457) (0．339) (0．411) (0．551) (0．647)
企事业单位
0．596＊＊＊ 0．337 0．805＊＊＊ －0．030 1．087＊＊ 0．819＊＊
(0．185) (0．329) (0．286) (0．593) (0．530) (0．375)
级别(基准组:正处)
副科
－14．49＊＊＊ －1．289 －3．129＊＊＊ －0．402 －15．32＊＊＊ －16．55＊＊＊
(0．833) (1．048) (0．853) (0．692) (1．757) (1．641)
正科
－0．399 －0．861＊＊ －0．949 －1．871 －1．836＊＊＊ －2．085＊＊＊
(0．699) (0．426) (0．628) (1．299) (0．544) (0．544)
副处
－0．018 －0．091 －0．060 －0．314 －0．600* －0．031
(0．195) (0．301) (0．408) (0．320) (0．361) (0．395)
副厅
－0．389 －0．253 －0．023 －0．610 0．003 0．098
(0．422) (0．399) (0．438) (0．390) (0．592) (0．398)
正厅
－0．332 －0．914 －1．835＊＊＊ －0．854 －1．298 －0．766*
(0．920) (0．752) (0．483) (0．846) (1．044) (0．437)
进入方式(基准组:选举)
公务员考试
0．469 0．387 0．308 －0．232 0．848 0．771
(0．438) (0．515) (0．690) (0．547) (0．889) (0．587)
选调
0．218 －0．043 0．037 －0．046 2．138＊＊＊ 0．422
(0．493) (0．399) (0．550) (0．616) (0．528) (0．425)
调任
0．435 0．125 0．448 0．103 2．237＊＊＊ 0．394
(0．445) (0．394) (0．585) (0．673) (0．472) (0．442)
军转
0．329 0．089 0．161 0．120 1．284＊＊＊ 0．789
(0．459) (0．421) (0．561) (0．722) (0．460) (0．480)
省份 控制
常数项
－1．096 0．960 0．240 0．298 0．226 －0．367
(1．439) (1．410) (1．821) (1．107) (2．063) (2．009)
观测值 1，578 1，578 1，578 1，578 1，578 1，578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 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协商民主”定位为“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并从
路径上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充分开发协商民
主的治理功能，将其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与结
构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现实治理情境中实现
其体制性嵌入并发挥其独特优势。为此，第一步
就是要了解目前地方官员启用协商式决策的功能
偏好，因为这个庞大的群体是全面、深入推进协商
民主实践和制度化的核心行动者。
本文利用两千余份针对地方官员的协商民主
问卷来测量他们采用协商式决策时的功能偏好，
包括他们更偏好在哪种治理需求下启用协商民
主，更愿意启用哪类治理功能的协商方式两个层
面。结果表明首先，地方官员协商式决策的功能
偏好在理念认知与操作认知两个层面的测量结果
高度吻合，该群体倾向于在面对公共议题时启用
协商民主。其中，官员们对于引导民众参与公共
政策最为偏好，这表明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封闭
式决策的治理困境，金字塔状的官僚结构不利于
社会信息的向上传导②，启用协商民主就是为了解
决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的这一信息难题，通过广
泛的民意收集提升决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
时，对议题、参与者的选择、对协商结果的运用，协
商运行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有助于确保
治理的秩序性和可控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释为何官员对于搭建公共通道则未表现出预期的
积极性，因为对于个体需求的回应从数量上和内
容上都是不可控的，并且将额外占用地方政府的
可支配财政并增加原本就已繁重的工作量，这在
实证案例中是可以印证的③。
第二、进一步探索地方官员协商式决策偏好
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官员的单位性质、职务级别、
进入党政系统的方式以及任现职时间都是重要的
影响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是单位的组织特性所产
生的结构性影响: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是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这些与协商民主的公共
议题性功能高度吻合，而且目前在这三大职能行
使中最弱的就是民主监督④，因而该部门官员也特
别青睐于行使监督公权力的一系列操作形式。企
事业单位处于官僚体系的边缘圈层，也是市场化
程度最高的组织机构，其所属官员更偏向效率导
向和功能导向，也更习惯于在日常工作中采用各
类协商博弈的形式。吊诡的是，政府机构和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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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表 3并不汇报准 Ｒ方，但可以很容易地手工计算。多值 Logit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2480．08，再估计一个只含常数项的模型，其对数
似然函数为－3665．44，故可计算准 Ｒ方为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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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霏:《当地方治理体制遇到协商民主———基于温岭“民主恳谈”制度的长时段演化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 1期。
张继良:《人民政协功能定位的缺失与完善》，《河北学刊》，2011年第 3期。
组织在作用认知和操作偏好的测量结果截然相
反，他们对于操作方式的广泛接受度可能不来自
于对协商民主的治理功能追求，而是出自体制惯
性，对于这些体制内惯常启用的协商形式既不陌
生也不抗拒。
第三、地方官员的职务级别对其协商式决策
偏好的影响虽然是相对离散的，从总体趋势上看，
各级别官员在操作偏好的选择上都不同形式、或
多或少地表现出对“监督公权力”形式的回避。然
而，这种偏好在认知测量时并未得到印证，所以这
种结构性排斥更可能是基于官僚体制的保守氛围
而非理念引导。其他两类功能对应的操作形式已
经在体制内长期运用着，而在公权力运行中引入
社会监督则是政治运行中较为少有的，因而官员
在选择时存在合法性风险的考量。此外，任现职
时间越长的官员，无论理念还是操作都相当一致
地表现出“搭建公共通道”功能的明显偏好，这可
以从晋升预期上来理解，中国的干部晋升机会受
到严格的时间约束，在现有岗位上任职时间越长
的地方官员，晋升的空间就越小，于是他们就倾向
于选择更有利于辖区发展与民众的决策而非再一
心“遵从上意”①，于是则更看重利用协商民主平
台去回应民众需求。
上述发现不仅展现了协商民主与地方治理的
功能耦合状况，也为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的实践
发展提供了方向。首先，协商民主的功能开发需
要重点开发人民政协这一中国特色、制度化的协
商民主平台，因为协商民主的公共议题功能与其
组织职能高度吻合，同时应该在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企事业单位加强协商民主的实践推广，这其实
也是将协商民主理念和实践从政府治理推向社会
治理的重要一步;其次，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推
动“监督公权力”的一系列操作形式，以打破官僚
体系的保守环境对协商民主操作尝试的阻碍;最
后是改革地方官员的考评激励制度，转变压力型
体制层层下压的责任传导机制，在为基层官员减
负的同时积极引导他们“人民性”的行政理念，更
重要的是在激烈竞争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之外，为
在同一岗位长期任职、拥有丰富治理经验的地方
官员提供更多的决策参与权与福利薪酬激励。□
(责任编辑:徐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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